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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

【摘要】学者们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对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有相当大的帮助。他和古代文学的关系相当密切，受其影响颇深。所以我们研究现代文学要以古代文学为基础。

【关键词】继承  搜集  研究 编纂

一、现代文学与作品的关系

现代文学研讨,离不开作家作品的研讨,而许多现代作家,古代文献学素养深沉。杜泽逊先生曾说:“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只学贯中西,而且博古通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沉的古典文献涵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涵养为他们的著作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讨之必要的。”

1、现代文学整理离不开对作品研究

面对这样的研讨对象,假如我们缺乏足够的古典文献学问,关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如何可以真正了解呢?就说鲁迅吧,他不只是一位巨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有人曾经梳理了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之间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认识到鲁迅与清代朴学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络。鲁迅反对“整理国故”,但他“整理国故”的成果却非普通人可及。有人统计,光他整理的比拟完善的各类古代文献,就多达22种。新近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收录了鲁迅辑录整理的如下著作:第1卷:《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第2卷:《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第3卷: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会稽郡故书杂集》、《范子计然》、《魏子》、《任子》、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载》、《岭表录异》;第4卷:《嵇康集》、《沈下贤文集》、《云谷杂记》、《说郛录要》,附《百喻经》校本。假如没有深沉的古文献功力,鲁迅不可能获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鲁迅辑佚、校勘,极为用功。单就《嵇康集》而论,光工作本就有四个,而用以勘校的本子,简直包括了国内一切的版本。佚文的辑录,词句的校勘,版本的鉴别,史料的编排,目录的编制,鲁迅完整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要研讨鲁迅,这一局部就不能呈现空白,但有几研讨者真正具备深化研讨的素质呢?假如没有像林辰、王永昌这样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学功力雄厚的学者联手,消耗二十年的时间,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还不知要等到何时!作为普通的研讨者,假如我们没有相当的古代文献学素养,这些著作恐怕即便读过了也难解其中三味。不光关于鲁迅,关于其他的研讨对象常常也是如此,叶圣陶注过《十三经》,郁达夫写过很多旧体诗,郭沫若在古代文化研讨方面广有建树,不懂古代文献学,就不能对他们有全面的理解。实践上,现代作家的这一文化侧面,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研讨空白。在此意义上,有人以为,“无论是研讨古代学问还是近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学问。没有文献学问,就无法深化研讨。”

2、现代文学离不开对古代文献研究 。

现代文献史料的整理研讨,也离不开古代文献学。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讨工作的随想》中说:“在古典文学研讨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资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讨者必需控制或停止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讨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惹起人们的应有的注重而已。”如今,许多现代文学的研讨者曾经认识到了史料的短板对整个研讨形成的阻滞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史料文献问题,开端成了现代文学研讨的热点,陈平原、杨义、钱理群、严家炎、孙玉石、刘增杰、刘跃进等许多知名学者,纷繁撰文发表本人的见地,有人还把2005年命名为“史料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建立和研讨离不开对古代文献学的自创,这曾经是一个不需再讨论的共识了,解志熙先生数年前提出的现代文学研讨“古典化”的观念,也逐步为大家承受。

理论倡导固然能进步人们的认识程度,但关键在于文献材料的实在整理。关于现代文学文献材料的整理,在以往的研讨工作中曾经获得了一些成果。现代文学研讨的局部先驱,对材料整理十分注重。早在三十年代,阿英就着手编撰了《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36)等材料性书籍,后来还努力于晚清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赵家璧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的组织,唐弢先生对新文学期刊的搜集,郑振铎先生对各类书籍的珍藏,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建国之初,社科院的文学研讨所、上海“现代文学期刊结合调查小组”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等单位,都着手停止期刊材料的清算,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端就被政治运动打乱了。新时期以来,有识之士又展开了材料的搜集和调查,《中国现代文学史材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讨材料丛书》等书系的出版启动,阐明材料建立开端归入到系统化的轨道上,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工程后来堕入停滞。假如我们加以调查的话,就会发现,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每一点成果,都与“古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式分不开。但是,在总体上,文献史料的单薄至今依然是现代文学研讨的软肋。对此,刘增杰先生有一个切中关键的评价:“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讨的单薄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运用史料时粗心大意,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注重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运用第二手材料,从而堕入他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杂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线,毁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讨运转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阐明就职意删改原作,形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结果。”[3]形成这种场面的缘由很复杂,比方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尚短,长期战乱,政治干预,市场干扰,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局部现代文学研讨者本身古典文献学学问严重缺乏。

 二、现代文学与古代文献的关系
　　文献学方面的运作,自汉代就曾经开端了。这样的传统被清代学者顾炎武等继承,他们在古籍整理方面获得了卓著的成就。尔后余响不绝,终于成就了清代朴学的繁荣。以惠栋、江声等为代表的吴派,以江永、戴震等为代表的皖派和以王念孙、焦循等为代表的浙派,彼此照应传承,一时蔚为大观。

1、现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献的类似之处

古代文献学阅历这么长时间的开展,曾经积聚了一套成熟的学问和操作标准。从文献学传统来看,它主要包括辑佚、典藏、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编辑、注释等根本范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一开端就自创了古代文献的研讨和整理办法。在理论研讨上,作为现代史料学的第一部、简直也是独一的专著,朱金顺先生编撰的《新文学材料引论》一书,就是在充沛吸收自创古代文献学研讨成果的根底上写成的。该书分为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篇、版本、校勘与目录等五章,无论在内容的设置上,还是在办法的阐述上,都自创了古典文献学。最近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些讨论性文章,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标准上,也都表现出对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崇尚。不只如此,一些现代文学研讨者还运用古典文献学办法,对现代文学史料停止整理。比方,《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志芳、俞元桂等)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韩之友等)的编制,很明显效法了传统的目录学。在辑佚方面,许多当代学者常常向朴学巨匠学习,很舍得下功夫。为编《师陀全集》,刘增杰“以数年之力,多方扩展查找线索,加上师友相助,终于根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20篇,散文(包括散文诗)49篇,诗歌10首,长篇小说(未完)2部,论文等25篇,共约50万字,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4]为编《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耗时数年,“共辑录于赓虞诗文367篇,其中从于氏诗集中集录者146篇(包括2篇序引),新辑获的佚文221篇”[5]等等,不一而足。在版本与校勘方面,学者们也十分注重效法前贤。为编《废名集》,王风广收版本,大都选用初版为底本,然后用多个版本停止汇校,“废名在世时呈现的一切版本,包括手稿、报刊版、编集后各版次,如小说,不断到1957年《废名小说选》,一概逐字通校;身后亦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呈现的版本因作者所未见,仅供参校。”[6]这样一来,整理所消耗的精神,自然是十分宏大的,“以废名区区二百万字平生所作,有限的版次,工作量之大仍然让人不堪回首,如《桃园》一集,报刊版加四个成集版,就需校阅五次,逐条撰写校注。”[6]而且,王风综合运用了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办法,完整是“朴学”做派。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选取了《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八部现代长篇小说名著,将它们的版本网罗殆尽,全面汇校,并加以研讨。以上这些研讨成果,正是由于自创了古代文献学的办法,才使得无论在史料的钩沉上,还是在版本的校勘上,都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目前,这种“古典化”学风在现当代文学研讨界曾经渐成气候,孙玉石先生把现代文学研讨能否古典化,看成研讨能否完成标准化的重要指标,并倡导学界构成一种注重史料、注重考据的学风,“不是普通的注重史料,就是真得要花时间,来做一些属于古典文学应该做的工作。由于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你说曾经到达了成熟,我还不大供认。好多东西还不标准,随意性还很大。能够不看史料,即便看史料,也能够翻烙饼一样,今天能够这样说,明天又能够那样说。要真正到达成熟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依照古典文学那种科学化的研讨办法归入到一个正的轨道上来”。

2、现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献的不同

当然,虽然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古代文献学有十分多的类似之处,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二者还是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同。古代文学普通没有手稿,现代文学呈现了手稿问题,最可信的或许不是初版,而是手稿了。现代文学作品普通首先发表于期刊杂志或报纸副刊,这种状况在古代没有呈现,因而,现代版本、校勘又多了一个重要环节。古代文学不存在标点和分段,标点和分段就不属于校勘学内容,而属于后人关于古典文献的整理范畴,而在现代文学文献学中,此项工作完整属于校勘学的问题。由于自《狂人日记》开端,标点、分段都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修辞手腕,不留意这些就可能惹起作品意义的变化。古代文学的校勘需求训诂、音韵、文字及其他古代文史学问涵养,现代文学在此方面请求变低,但又呈现了简化字、俗体字、方言等新问题,许多文本还与外国文化关系亲密,这又远不是过去的章句之学所能应对的。随着言语方式和书写工具的开展,现代以来作家的产量明显进步,个人专著动辄就以数百万字计,古人的作品在数量上普通比拟少,校勘起来工作量要小得多。由于各种缘由,现代文学版本比古代更为复杂,版本差别不再仅仅是讹、脱、衍、倒、乱的问题,大面积删改乃至局部重写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刘增杰先生还针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辑佚、考证和编排,归结出了五种新的状况:“一种状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标题相同实践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状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状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践上却是不同作者。第四种状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本人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规避日伪的虐待。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分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状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状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8]面对这些崭新现象,我们也不能倚靠着古典文献学的宝藏节衣缩食,而要不时依据新情形,在充沛吸收自创古代文献学营养的根底上,发明出愈加顺应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讨需求的现代文学文献学。

三、现代文学研究历程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间的风云变幻，一百年间的波澜激荡，让人不时会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基本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始终为正常的学术界所重视，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文学观念的更新而跌宕起伏。文学史料具有其不可或替的独特价值，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1、新中国成立前的整理 

20世纪的文学研究首先就是从资料工作开始起步的。譬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系统地辑出当时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排比考订，细心辨析，基本上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概貌。几乎同时，鲁迅亦致力于古代文学史料的钩沉整理，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所取得的成就。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过去，具有新锐眼光的出版家赵家璧先生组织文学艺术界的同仁编纂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五四”文学革命至1927年期间的“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诸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作了“整理、保存、评价”。 

2、新中国成立后的整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在中国文学的资料整理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即以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而言，建所之初，文学所就确定了这样的总的工作方针，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这里所说的“研究、整理和介绍，”实际包括了文学研究、史料整理以及普及工作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普及工作，我在《尔来倏忽五十年——文学研究所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一文中作了系统的介绍。限于篇幅，有关文学所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工作语焉不详，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文学研究所强调理论而忽略史料。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历来为文学研究所高度重视，被视为建所之本。1960年初，周扬同志到文学所考察工作，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1965年，周扬同志再次就文学所的研究工作重心提出建议，强调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认为这是关系“文学所的存在”的问题。 

从事“大中型”项目，图书资料建设是基础。为此，文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是钱锺书，成员有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几位专家，协商采购、进书、编目、典藏等事宜。迄今为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45万册。古籍特藏、现代善本以及5000余册剪报构成了文学研究所资料建设的主体。从古籍特藏看，到“文革”前夕，文学研究所古籍藏书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如宋刊本《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元刊本《古乐府》等，可谓镇馆之宝。此外，周曰校勘初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程甲本《红楼梦》以及《镇海春秋》、《五更风》、《闪电窗》等明清小说均为海内孤本。至于弹词宝卷，更是多达600余种，国内外收藏似无有出其右者。所谓“现代善本”，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出版的图书、报纸。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以及书报自身的风化剥落，很多书报已经失传。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海内外稀见珍本。至于报刊剪报，更应特别叙及。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从1950年以来的百余种报刊中，挑选重要论文，按文学专题和作家作品分类剪贴，迄今已积累报刊资料5000余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正是依托着这些资料，文学研究所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文学史料丛书。举其要者，如1954年郑振铎召集吴晓铃、赵万里、傅惜华等人主编影印《古本戏曲丛刊》，到1964年已经出版9集。1982年，在文学研究所主持下，重建编辑委员会，继续开展辑印工作。这套丛刊汇集了我国古代戏曲之珍本和孤本，极大地方便了戏曲研究者。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叶到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所先后发起组织编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以及《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文学选本及资料汇编。此外，还系统编纂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等等，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四、从出版角度看现代文学整理

如果再从出版界的角度看，50年来，由各地出版社、特别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龙头，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

1、50年来陆续整理出版大量文学总集 

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言，陆续整理、影印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研究资料汇集，已经或陆续问世，蜚声海内外。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历代文学典籍，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譬如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古小说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山川风物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四库别集选刊”、“清人别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等。浙江古籍出版社“两浙作家文丛”等。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等，有些虽然不能说全是文学典籍，但是与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经出版了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受到学者的欢迎。其实有些工具书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专著，比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袁行云《清代诗集叙录》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从事文学史料研究，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我相信，任何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尽管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无疑都会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上述各类经过认真系统整理过的文学史料。如果要想把我们的文学研究事业推向更高境界，不用说，史料是基础。这几乎是一种常识，但是常识性的东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这种常识性观念的宣传工作。

2、文学整理要重视史料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史料工作已经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个人觉得应当在下列四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第一，拓宽疆域，扩大队伍。原始资料的汇集、研究成果的整理、海外华人文学的资料、域外汉籍的清点等，都应当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第二，加强联系，扩大宣传。文学史料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及各个专业协会的联系。第三，推动立项，争取资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上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也有几千万元，但是，在指导性的研究课题方面，可以说没有文学史料的一席之地。似乎重大课题往往都是那些高屋建瓴的通论著作。其实，《甲骨文合集》等又何尝不是重大项目？第四，自身建设，立足之本。这里应当强调文学史料整理的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所谓系统化，就是注重大型史料库的建立。所谓科学化，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从事文学史料的整理。这方面，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着比较成功的尝试。譬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设立研究小组，先后创立多种文献资料库，包括《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十三经注疏》资料库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收录103部典籍，共约800万字。他们又快马加鞭，编制《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现已经出版多种。这些资料，学者及时充分地加以利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功效。当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7年也陆续建立起全文检索资料库，整理了《全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等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大多养在深闺，并没有得到广大研究工作者充分重视，更不要说有效地利用了。所谓理论化，就是从理论的层面总结以往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学史料学体系。 

一百年的经验教训，一百年的辛勤探索，人们对于史料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文学史料学能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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